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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文化阵地:《中国妇女 》
( 1949-1966)

王　政
(密西根大学 妇女学系 /历史系, AnnArbor, MI48109-1290, USA)

　　摘　要:从新中国成立到 “文革”开始, 《中国妇女》是唯一持续发行的全国性妇女杂志。它理

应被作为国家女权主义话语实践的重要场所来进行文化史研究。本文通过对该杂志文本的解读 、

对妇联活动的历史文献资料的分析以及对杂志编辑人员的访谈, 尝试深入调查社会主义文化生产

的历史过程, 揭示新中国建国之初党内的社会性别矛盾和斗争, 女共产党员们在体制内的运作策

略和争取妇女解放的构想, 她们实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做法和意义, 以及她们创立的社会主义劳动

妇女视觉再现的文化改造意义。往日的边缘和弱势妇女群体对一个以妇女为中心的主流话语空

间形成的参与, 是妇女干部开创的社会性别民主的具体体现, 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中国妇女》;女权主义文化;社会性别制度;话语实践

本文是我正在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女权主义研究课题的一部分。通过聚焦新中国头 17

年全国妇联的机关刊物———《中国妇女》,我试图回到已经被当代中国 “遗忘”、在被中国 “遗忘”

之前也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被英语世界所了解的那段历史 。本文并不是对该杂志的全面研究。这

本到 1966年底已发行了 238期的杂志①,其丰富内容起码需要一本以上的专著来解析。在本文

有限的篇幅里,我仅着重讨论该杂志的一些特点,以此来阐释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们在社会

主义革命中的文化实践。 “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 ”指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机构中有意

识地推动妇女的赋权和男女平等的国家干部们,本文中特指专门做妇女工作的女干部们。在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上, “女权”这个词经历过从被党的创始人陈独秀 、李大钊等提倡的褒义词到变成

与 “资产阶级”相连的贬义词这样的词义转化过程②, 所以共产党员极少用 “女权”这个标签来定

义自己,尽管早期妇女工作者一般明确地以提倡和争取 “妇女权利”为己任。我在此使用 “国家

女权主义者”来将她们与那些并不追求实施男女平等理念的国家干部区分开来, 同时这也是为

20世纪的中国女权主义续 “家谱”,即通过对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的研究来审视一个世纪里中

国女权主义历史的延续和演变 。此外,使用这个词也意味着我是把这些女共产党员的行动置于

全球女权主义运动的历史语境中来考察的 。

相比以往关于毛泽东时期大众文艺和媒体中文学与视觉艺术对社会性别与阶级的再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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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据当年担任《中国妇女 》副主编的侯狄 ( 1924- )记忆,杂志是在 1967年 2月之后停刊。但《中国妇女 》杂志社编辑的 1939

-1999年的杂志电子集刊中却没有 1967年的两期。我也没能在我所搜寻过的图书馆中找到这 “文革 ”中丢失的两期。

关于这个历史过程的研究,参见拙作:WomenintheChineseEnlightenment:OralandTextualHistories, Berkeley:University

ofCalifornia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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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①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采用了民族志研究方法,把社会性别视角引入对象征体系 、符号和话

语生产的历史过程的考察,来揭示社会性别和阶级在 “共产党宣传 ”或 “毛泽东时期社会性别话

语”生产中的动态关系。通过挖掘那些对我们理解社会主义中国的女权斗争至关重要的 “幕后

的故事”,本文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文化产品《中国妇女》视为一个女权主义运作的动态场所,以

此来探究被隐藏和删去的社会主义女权史 。我从 2006年到 2010年在北京访谈了 8位妇联退休

老干部以及《中国妇女》已退休和尚在任的部分领导和编辑,阅读了过去 20年中国出版的一些女

共产党员的回忆录和传记。这些访谈与阅读都有助于我形成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国家女

权主义者们的努力的认知,并解答了我在阅读早期 《中国妇女》杂志时产生的许多困惑。全国妇

联 80年代末开始编纂的内部资料,也提供了有关妇联内部运作的重要信息,以及这个以社会性

别为基础的群团组织与党的关系的背景信息。

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的实践与男性主宰的权力中心既有共同点又存在分歧之处。详细

考察国家女权主义者以何种方式认同党中央的议程 、或公开挑战党内的性别歧视 、或悄然偏离党

中央的紧迫议题,将帮助我们理解社会性别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意识形态构成中是如何发生作

用的 。本文描述社会主义国家中女权主义者的策略,既不是为了在社会主义中国寻找公民社会,

也不企图将那些女共产党员定义为持异议者。相反,本文试图通过将女共产党员置于历史舞台

的中心来重新定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革命 。女党员们在政治体制 “内部”创造性运作的史实,挑

战了在西方被广泛接受的 “极权国家”的假设。事实上,正是因为忠实地遵循党在领导以草根为

基础的社会政治运动时形成的群众路线,国家女权主义者们才有效地创建了一个公共空间,供来

自不同社会地位和地理位置的男女发出多元的声音。而她们对于党中央的认同,既赋权予她们

同时又限制她们,她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妇女解放愿景的多种创新策略,

正是建立在这个矛盾的现实基础上。我认为, 理解她们的策略和愿景是更全面地理解新中国早

期历史的关键所在。

《中国妇女》具体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在多方面努力的复杂状况,有助于我们追

踪以下几组诉求之间的张力和争斗:国家女权主义者执著地以妇女解放为要务与党中央在政治 、

经济和军事方面不断变化的优先次序;国家女权主义目标与由男性主宰的社会机制和大男子主

义文化造成的障碍;国家女权主义者努力跟随党的中心任务与力图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满足不同

妇女群体的需求 。本文通过聚焦于杂志社的核心人物 、杂志内容的变化以及封面主题来探究复

杂纠缠的关系网以及矛盾的动态关联。本文将突显该杂志领导人物的人生故事,来为她们的革

命表现添加个人维度。此外,本文将特别关注一个差异,即杂志内容的主题与形式的不断变化以

及声音的多样性与封面图片再表现主题的持续性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这种差异以及封面与内容

不衔接的潜在意义,是我对妇女干部们建立女权主义文化阵地的调查中力图解答的一个谜团 。

幕后的主角

《中国妇女》是 “文化大革命”前唯一持续发行的全国性妇女杂志②。它在 1939年 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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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见 TinaMaiChen, “FemaleIcons, FeministIconography? SocialistRhetoricandWomen' sAgencyin1950sChina, ” Genderand

History, 15 ( 2 ), 2003, pp.268 -295;HarrietEvans, “ `ComradeSisters' :GenderedBodiesandSpaces, ” inHarrietEvans,

StephanieDonald( eds.) , PicturingPowerinthePeople' sRepublicofChina:PostersoftheCulturalRevolution, Lanham,

MD.:Rawman＆Littlefield, 1999, pp.63-78.

新中国成立后,有 30多家报纸有妇女副刊,一些地方妇联也开始出版妇女杂志,出版时间长短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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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于延安,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妇女参加抗战的一个宣传阵地 。① 创刊号的封面由丁玲设计,封

面木刻由艺术家江丰创作。画面上表现的是一位穿军装梳短发的女青年抗着镢头自豪地站在刚

开垦的土地上。这幅木刻象征着一个新的女性主体的出现, 即城市知识青年投奔抗日根据地成

为能种地能打仗的女革命者。这个主体既是刊物的创造者,也是刊物的主要读者群。抗战时期

的《中国妇女》于 1942年停刊,但在 1949年 7月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决定,以 《新中国妇女 》为名复刊, ②为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机关刊物。③ 该杂志

在延安以及 1949年之后的编辑主要来自 30年代加入革命的那批城市女青年。妇联的常务委

员 、宣传教育部部长沈兹九 ( 1898-1989)担任该杂志复刊后的第一任主编。

沈兹九属于五四新女性那一代,出生于浙江德清县商人家庭, 学名为沈慕兰④,毕业于浙江

女子师范学校,因成绩优异留任该校附小 。她 17岁结婚,育有一女,孩子交给母亲带,自己继续

求学和工作。但沈兹九第一次伴侣式婚姻很快以悲剧结束。她年轻的丈夫以优异成绩从北大哲

学系毕业后不久,在回家探亲时突然死于伤寒 。沈兹九 21岁就成了寡妇并带着一个女儿,但她

拒绝在富裕的夫家守寡。她将女儿留给母亲,自己考进了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艺术系,成

为官费留学生,从 1921年到 1925年在东京学习油画。回国后,她继续追求一份独立的事业,在

杭州母校教美术。但她发现,她 “小寡妇”的身份仍然给她带来不少闲言碎语和令人讨厌的关注。

她决定以再婚来 “推翻贞节牌坊 ”。⑤

沈兹九的第二任丈夫是南京政府的一个官员,他在婚后暴露出大男子主义。多年后,沈兹九

这样回忆他们之间的一次争论:“他争不过,气愤愤地说:̀女子不应多说话, 多说话就是长舌

妇。'这是多么辱蔑人的话啊!总之他希望我处处附和他,他说 是̀ ' , 我也说 是̀ ' , 他说 非̀ ' ,我

也说 非̀ ' ,这样他会亲亲乖乖地待你很好, 才是他的 心̀肝 ' , 我却不能。我不能自己没有灵

魂。”⑥沈兹九因不能容忍婚姻中的从属地位,在 1931年 “九一八”后结束了第二次婚姻,回到杭

州。直到此刻,沈兹九一直在通过坚持婚姻中的平等和争取独立事业来追求五四女权主义的男

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理想。失败的第二次婚姻 、日本的入侵以及她父亲丝绸公司的破产促使她寻

找新的人生方向。她到松江教了一年书,然后到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谋职,为期刊《时事类编》翻

译日语文章。在上海,沈兹九扩大了社交圈, 结实了许多新朋友,其中大多数是左倾青年职业人

士以及中共地下党员。因为与她的哥哥电影导演沈西苓合租一住处,沈兹九也认识了许多上海

文化圈的左翼文人 。在做了一年的翻译后, 《申报》的主编史良才聘请沈兹九主编新辟的 《申报》

周刊 《妇女园地》。这个新职位成为沈兹九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在 1934年 2月 18日发行的《妇女园地》第一期上, 沈兹九撰写的发刊词分析了不同阶级妇

女的情况,流露出她对左翼思想的熟悉。她批评了那些变为时髦摩登女郎的解放了的妇女,以及

那些陶醉于爱情与艺术的知识妇女。这些批评流露出她对原本自己也支持的五四女权主义成果

的不满。她对农村和工人妇女苦难的描述体现了对底层妇女的强烈同情。她强调 《妇女园地》

是妇女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诉说自己苦难的地方。在周刊发行了几期之后,就有女青年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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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国妇女杂志简介 》,中国妇女杂志社编:《〈中国妇女〉60周年纪念 》, 1999年电子版 ( CD),内部发行。

《新中国妇女 》在 1956年又改回《中国妇女 》。

这个名称标志了它是国际妇女民主联合会的成员。在 1957年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改名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20世纪初取 “慕兰 ”为名的女子颇多, “仰慕花木兰 ”的女子往往成为革命者。辛亥革命 、大革命、抗日战争中都有以 “慕

兰 ”或 “木兰”为名的杰出女性。沈兹久的身世参见其女儿张绿漪回忆文章《她找到了要走的路———纪念母亲沈兹九 》 (董

边主编、李素珍 、张家芬副主编:《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年,第 204-214页 ) 。

沈兹九:《娜拉座谈会 》,董边等编:《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 》,第 234-238页。

沈兹九:《娜拉座谈会 》,董边等编:《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 》,第 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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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来访,她们或是提供稿件或是给刊物出主意。沈兹九猜出她们是共产党员。在地下党的支持

下,沈兹九在 1935年《妇女园地 》被国民党政府停办之后创办了一份杂志《妇女生活》。①

民族独立与妇女解放是《妇女生活 》的两大宣传主题 。这份妇女杂志实际上是左翼知识分

子的一个论坛,它很快就使沈兹九成为名人。这位娇小文静的女子成了抗日救亡运动中重要的

活动家,用她犀利有力的笔锋动员妇女们参加救亡运动。她是 1935年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的发

起人和领导人之一。 1938年她参加了宋美龄在庐山召开的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并在会后成为

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组组长。在这个位置上,她积极推动来自不同阶级和政治

背景的妇女联合抗战。她还参与开办了旨在培养女工领导能力的识字班和政治训练班 。 1939

年,沈兹九正式加入共产党,但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保持其无党派社会活动家的身份,不公开其党

员身份。 1940年,她被周恩来派去协助 1922年即加入共产党的著名作家 、翻译家 、编辑胡愈之在

新加坡华人中的抗战工作。不久沈兹九与胡愈之结婚并与其成为终身的革命伴侣。战后这对夫

妇合作创办了南洋出版社,对海外华人发行杂志。新中国成立前夕,这对夫妻回到祖国。沈兹九

担任了《新中国妇女 》的主编,胡愈之成为新中国首任出版总署署长 。② 沈兹九这位文化名人的

就职提升了这份新杂志的名声,同时保证了五四女权主义的传承。

《妇女生活》杂志不仅开启了沈兹九的政治事业,也将许多初高中的女学生引向了共产党。

一些年轻的读者在 1949年后成了沈兹九在《新中国妇女》以及全国妇联的同事。杂志社里沈兹

九的继任董边 ( 1916-1998)就是其中之一。董边的父亲是山西忻县的一个小地主。董边出生

时,她的父亲对第三个孩子还是女儿感到十分失望, 当时就想把婴儿溺死 。接生婆抢过婴儿说,

“这也是一条命啊!”董边虽然被救,但依然是个不受欢迎的家庭成员 。生了她之后,母亲再没能

生育 。父母因没有男孩的怨气常发泄在董边头上,歧视和虐待伴随着她的童年 。 5岁后她就开

始下地干活和做家务。在上完小学四年级后,家里就不允许她继续学业。但是,年幼的董边的梦

想就是能够接受教育获得经济自立。小董边以绝食来抗议她父亲的决定。绝食三天后她父亲妥

协了 。董边在忻县完成了小学和初中的学业。那时,她是初中班上唯一的女生。然后她孤身赴

太原参加高中的入学考试,因考试成绩优异,被山西省省会的精英女校太原女子中学录取。这个

来自小乡村的沉默寡言的穷学生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那时她的梦想是能够在毕业后考北京大

学。董边通过阅读《妇女生活》而成为沈兹九的青年仰慕者之一,她希冀通过高等教育成为一名

独立的新女性。③

1937年 7月 7日卢沟桥事变使得无数年轻学子离开学校,涌入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也彻底

改变了董边的人生轨迹。在《妇女生活》所倡导的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激励下,董边在 1938年加

入了八路军。她在延安生活了 8年,是女子大学和延安大学的优秀学生 。 1941年她被抽调到中

央政治研究室,分配在政治组工作,成为该组中唯一的女同志。在那里她遇到了来自成都的有才

华而又刚刚离异的男青年田家英 ( 1922 -1966) 。田家英 3岁时父亲去世, 9岁丧母成了孤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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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绿漪:《她找到了要走的路 》,董边等编:《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 》,第 204 -214页。关于《妇女生活 》的讨论,见 LouiseEd-

wards, Gender, PoliticsandDemocracy:Women' sSuffrageinChina(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 2008) 。作者没有提

到,这份在国统区很有影响的女权主义妇女杂志实际上隶属于共产党,许多共产党作家是该刊的撰稿人。

关于沈兹九,可参见董边:《可亲可敬的沈大姐 》 (董边等编:《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 》,第 158-165页 ),这本回忆录收进了

许多后来成了共产党干部的《妇女生活 》以前的读者所写的文章。

关于董边的人生,见曾立 、曾自:《田家英的孩子回忆母亲———董边 》, 《炎黄春秋 》1999年第 12期, http://www.gmw.cn/

content/2004-11/21/content-133330.htm;《董边忆田家英在延安的日子 》, 《党史博览 》2010年第 2期, http://news.ifeng.

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 2010 04/27/1461088 0.shtml;《董边口述:在延安和田家英相识相爱的日子 》,环球网:

http://history.huanqiu.com/people/2010-04/7881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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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艰辛的童年,少年时期便靠卖文为生,养活自己并完成了初中学业。田家英在十几岁时不得

不辍学当学徒,期间勤奋自学, 阅读广泛,对文学有强烈的兴趣 。他从 13岁开始发表文章和诗

歌,是成都小有名气的神童。他也是七七事变后奔赴抗日根据地延安的。董边和田家英在一起

阅读报刊书籍,分析国际形势,互相倾诉不幸的童年身世,同事关系不久就发展为恋爱关系。当

田家英向董边求婚时,董边因事业和婚姻之间可能的冲突有所犹豫,考虑后提出了约法三章, “第

一,家里的事要由女方做主;第二,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第三,不能因为工作调离了感情就分离 。”

田家英接受了这三个要求,于 1942年底与董边结婚。

1944年董边头胎生了个男孩。当时延安普通女干部生了孩子必须自己照料,无法继续工

作。而董边不仅不愿中止工作,还希望到前线去战斗,于是她决定将孩子送给产房里生了三次死

胎的一位农村妇女吴桂花。田家英遵守了他的承诺,接受了董边的决定。① 1945年后,董边如愿

以偿地被派往冀东区党委工作,担任过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和遵化县二区区委书记,与田家英分别

了 3年。 1948年底,他们在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重聚。田家英刚被委派了新的工作———担任毛

泽东主席的秘书,董边则被派往中央党校学习。尽管她一直是个优秀的学生, 但在新中国建立的

前夕,董边无法安心坐下来学习,她迫切希望到基层去工作 。主持中央妇委工作的邓颖超 ( 1901

-1992)得知了董边的愿望后约她面谈,问她:“你想做基层工作,愿意做个妇女干部吗? 你知道,

中国的妇女姐妹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最深,为妇女谋解放是妇女干部神圣的使命 。”邓颖超的话拨

动了董边最敏感的心弦。因性别而致的痛苦的童年记忆浮现于脑海,使她产生了强烈的激情与

抱负 。从那一刻起,为妇女姐妹们谋解放成了她毕生的使命。②

董边被调到《新中国妇女》杂志社担任编辑,在她崇敬的楷模沈兹九的指导下,很快升任为

副主编。 1956年沈兹九调往中国民主联盟后,董边担任了主编,直到 1966年 5月,董边将所有精

力贡献给了杂志的最初 17年。她的两个女儿记不得妈妈带她们去过公园 、商场或医院。都是父

亲带她们出去。田家英的同事讲过一件趣事,一次毛泽东派田家英出差,特地嘱咐他要带上爱人

董边,田家英说:“我带不动她。” ③董边的独立和敬业精神得到丈夫的理解和尊重。她对事业毫

无保留的奉献精神也得到了体制的支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还是供给制时,组织上给有孩

子的干部家庭雇有保姆。一位满族妇女负担了董边家所有的家务,也负责把董边新生的婴儿送

到她办公室让她哺乳。为了方便省时,董边在衬衫上挖了两个洞,这样在办公室可以解开外套就

哺乳 。作为哺乳期的母亲,董边也没有中断过她繁忙的编辑工作。④

在杂志社工作的 17年里,董边写了大量的文章。在初期当编辑时她的文章用自己的名字署

名。成为副主编以后,她的名字从杂志上消失了。杂志社领导写的文章一般署名为 “本刊编辑

部”或 “本刊记者”。沈兹九的名字以作者身份出现的情况也只在早期有过。当时刊物不刊登主

编的名字。在那个提倡做无名英雄的时代,董边这位全国独一无二的妇女杂志的主编的名字不

为大众知晓。当然,名和利都不是她所关注的。撰写社论和发表文章或者为全国妇联起草工作

报告对她来说仅仅是工作的一部分。作为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董边可以有专车接送,但她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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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田家英内心对孩子的牵挂在解放后流露出来,曾托彭德怀找孩子,被董边拦下,因为董边当年立下字据,保证永远不回去要

孩子。 “要取信于民。就让他当农民吧。”董边在 1956年对蔡畅谈起当年经历时这么说。

见《田家英的孩子回忆母亲———董边 》, 《炎黄春秋 》1999年第 12期。

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董边 、镡德山 、曾自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

第 30页。

董边的两个女儿曾立和曾自,于 2010年 6月 25日在我的访谈中提供了这些关于她们母亲的详细故事。在董边病中的最

后 10个月里,由两个女儿在医院陪伴。那段时间里她对女儿们叙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董边去世后,她们开始撰写对于

母亲的回忆。两个女儿的名字 “自”、“立 ”,父母在大女儿将要上学前让她先从中选一个作为学名。她挑了第二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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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公家节省汽油”坚持乘公交车上下班。① 有这样一位保持着延安传统的领导,整个 《中国妇

女》杂志社在有着大量盈余的情况下,没有购置过一辆小车。 “文革 ”后,上级在为部长新建的公

寓里分配给董边一套居室。起先她拒绝接受,觉得面积太大了。但后来只好接受是因为全国妇

联没有别的房子给她。当她走出这栋部长楼与附近居住区的妇女一起做晨练时,她常因为身上

陈旧老式的衣服和朴实无华的性格而被当作是哪个干部家的保姆 。

“文革”后,全国妇联开始编撰中国妇女运动史,董边是发起人之一。她还发起并编辑了许

多 “老大姐们 ”———那些在 80年代和 90年代初去世的第一代女共产党人———的回忆录。董边

晚年在这些出版物上的呕心沥血表明了她对书写中国革命妇女史的执著 。但是,她从没写过自

传。克己奉公是董边和许多共产党女干部所崇尚的美德,而这个美德也成为这些重要历史人物

被遮蔽的因素之一。

在社会主义中国办妇女通俗杂志

对沈兹九 、董边和那些在战争年代历尽艰辛与牺牲的许多编辑来说,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

盼望已久的妇女解放将不再被搁置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新中国妇女 》首刊中明确表达杂志的

目的是 “帮助读者正确地全面地认识新中国妇女解放的途径”。② 它同时鲜明地号召妇女积极参

与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因为在这些女共产党员看来,妇女的全面参与是实现妇

女解放的必要途径。以 “参与”与 “解放”为刊物的两大主题,以党的群众路线为主导办刊方法,

杂志很快发展为国家女权主义者们表达她们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构想的公共论坛,以及她们为了

追求妇女解放而进行的话语实践的主要场所。

在办刊初期,沈兹九对这个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杂志的塑造起了极大的作用。是她提议并坚

持实现了杂志的自负盈亏。董边在对沈兹九的回忆录中透露,沈兹九对于最初人民出版社负责

出版发行时的杂志发行量上不去有所不满。③ 建立一个财政独立的 《新中国妇女 》杂志社, 可以

说是体现了沈兹九的构想, 即开创一个完全由妇联运行, 不受制于政府其他机构的妇女文化空

间。 《新中国妇女》从 1953年起财政独立,自己负责发行,自负盈亏 。当《新中国妇女 》开拓了自

己的发行渠道后,杂志的发行量迅速上升,从 1949年第 1期的 1万册增加到 1955年的 30多万

册,到 60年代则将近 100万册 。当时还因为纸张短缺,不得不限制订阅。发行量中的百分之九

十五是个人订阅和零售,其余则来自政府和妇联系统。在毛泽东时代这份全国发行的妇女杂志

是全国四大刊物之一。④ 1967年 2月,当杂志因 “文革”而停刊时,杂志社盈余 600 000余元,这在

当时是很大一笔财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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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董边的老同事 、副主编侯狄在 2010年 7月 1日的访谈中讲述了这个故事 (参见侯狄:《人不一定伟大,但可以高尚 》, 《中国

妇女 》2001年第 12期,第 16-18页 ) 。未删节的文章原稿中也有关于董边拒绝专用小车的故事。有一次因为工作忙碌忘

了换月票,还在公共汽车上被查到,董边窘迫地交了 5元钱匆匆下了车,回到杂志社告诉同事们,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

《见面话 》, 《新中国妇女 》1949年第 1期,第 6页。

见董边:《可亲可敬的沈大姐 》,董边等编:《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 》,第 161页。

另外三份杂志是《学习 》、《中国青年 》和《人民文学》 (见侯狄:《难以忘却的那段历史 》,中国妇女杂志社编:《〈中国妇女〉60

周年纪念 》 )。

当时《中国妇女 》的售价是每册人民币 1角 2分。杂志销售成功并不是出于对利润的追求,出版社成员没有在杂志社的巨

额盈余中获得私利。一位男性编辑在访谈中抱怨那些老大姐们 (领导 )太抠,那些年抱着那么大堆钱却连小车也不为杂志

社买一辆,全社人员都骑车或坐公交车办公事。美编时玉梅在访谈中以感激之情谈起领导侯狄对她的关心,当年时玉梅因

为腿骨折,每天拄着拐杖步行上班,侯狄主动用公费为时玉梅买了张公交车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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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在 “文革”前发行量的迅速上升说明了什么?除了有效的发行工作,还有什么机

制促进了杂志的畅销?杂志内容的变化体现了编辑为了扩大杂志的影响力所做的持续探索。新

中国成立时,中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妇女是文盲。受限于这一现实,杂志的主要目标是两个妇女群

体———受过初中或以上教育的妇女以及县以上的国家干部。虽然杂志最初的定位是妇女干部交

流妇女工作经验的媒介, ①但同时也强调教育有文化的妇女, 使她们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妇

女。为了扩展妇女的知识面,改变她们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 《新中国妇女 》划出专门的版面报道

国内外政治形势 (为了把中国妇女与国际妇女运动联系起来,形成世界妇女的姐妹情谊, 国际民

主妇女联合会的活动得到频繁和醒目的报道 ) , ②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妇女史,还有一些关于工

农妇女或城市女学生如何成为社会主义新妇女的报道或故事。

这种学究式的,甚至可说是教条式的教育模式对于已经 “皈依”了的妇女, 即在各个工作岗

位上的女共产党员来说可能是合适的, 因为杂志也是她们教育各界妇女群众的教材。但对理论

和国际知识的强调也暴露出沈兹九的偏好,她在重复 30年代 《妇女生活》将城市有文化妇女作为

目标人群的模式 。当然,此刻将城市作为焦点有着不同的历史语境,因为党中央的重心已经从以

农村为根据地的战争转向了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业化建设 。杂志的发刊词对女工和城市工业发展

的强调就反映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而沈兹九亲自选定的首期封面图片———一位保定纺织女

工在欢迎解放军入城的游行队伍中打着腰鼓跳着舞———也明白无误地转达出该杂志将以城市妇

女为中心的信息 。

但是,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编辑方针很快就受到读者质疑。应杂志编辑部 1949年 12月对

地方妇联反馈意见的征集要求, 陕甘宁边区妇联宣传部给杂志社发来了两封信 。这两封信在

1950年 5月被刊登出来,目录中 “对《新中国妇女》的意见 ”专栏被粗体字醒目标出。两封信前的

“编者按”说,陕甘宁边区妇联宣传部提出了很好的批评意见,杂志社已经研究了这些意见,将它

们作为改进刊物的重要依据,她们希望其他地方妇联的干部们能学习信中体现的 “这种认真负责

爱护 《新中国妇女》的态度,这种严格执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③

署名为陕甘宁边区妇联宣传部的信上说,为了给《新中国妇女》提供建议, 她们专门召集了

一次座谈会来收集全体妇联干部的意见。来信是对会上提出的意见的归纳概括,包括对杂志的

优点的描述和对将来在内容 、封面设计 、推销方面改进的详细建议。在九点具体改进意见中,首

要的一点是对杂志城市倾向的批评。 “整个篇幅偏重城市, 农村较少,我们希望今后在不忽视城

市工作下尽量扩充农村方面的篇幅。”更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这样坦诚的批评之前,来信用了

很大一部分叙述她们如何检讨自己的工作,以及自己在报道农村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方面的不

足:西北地区仅提供了 4篇关于西北地区妇女的报道,而关于 “西北农村和少数民族妇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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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到 1953年,妇联系统在全国有 4万妇女干部, 60年代上升到 6万, 21世纪初达到 9万。关于 50年代妇联体制发展的研究,

见拙作:《国家女权主义? ———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性别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 》 (《女权主义研究 》第 31卷第 3期, 2005

年,第 519-551页 )。 1951年新中国各机构内女干部的总数是 15万, 1956年为 67.4万 (董边 、蔡阿松、镡德山编:《我们的

好大姐蔡畅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年, 第 80页 ) 。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在 1949年正式加入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并积极参与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活动。国际民主妇

女联合会发起的很多活动成为新中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如确定 6月 1日为国际儿童节。更重要的是,在冷战时期,中国

与西方许多国家没有外交关系, 而通过全国妇联,国际民主妇联则成了中国政府与世界沟通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许多国

际文化交流通过这一渠道实现。全国妇联承担的外交重任是鲜为人知的历史,这个历史极大地挑战了关于毛泽东时代 “中

国与世隔绝 ”的常识性定论。关于早期国际民主妇联的研究,参见荷兰学者 FranciscadeHaan开创性的研究:“Continuing

ColdWarParadigmsintheWesternHistoriographyofTransnationalWomen' sOrganizations:TheCaseoftheWomen' sInternation-

alDemocraticFederation( WIDF) ” ( Women' sHistoryReview, 2010)。

《新中国妇女 》1950年第 11期,第 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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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篇报导,这个缺点是要我们严肃检讨和担负的 ”。为了纠正这个缺点,该宣传部制订了一

些措施,如规定今后每个月向杂志发一篇关于西北地区妇女的报导,在整个地区发展基层通讯员

网络以保证对农村妇女的充分报导,以及关于积极参与杂志销售的计划。

署名李屺阳的第二封信对杂志中的《工农妇女常识课本》栏目做了仔细分析,指出课本脱离

农村妇女的生活,对大的政治概念的解释比较适合女干部却超出了文化程度不高的妇女们的理

解范围。 “总之,工农妇女常识课本不适合农村,而今天中国妇女的绝大部分又是农村妇女,所以

希望以后《新中国妇女》介绍的通俗教材最好多照顾全国妇女的大多数 。”

这位思路清晰 、言语坦率的李屺阳究竟是谁? 1950年年仅 35岁却有着 13年党龄的李屺阳

是陕甘宁边区妇联 (不久改名为西北妇联 )宣传部部长,长期在延安等西北地区的农村妇女中工

作。显然,是她组织了会议来检讨对本地区妇女宣传工作的情况, 并制定了有效方案和建议以

促进 《新中国妇女》和她们宣传部的工作。 1950年,李屺阳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农村文盲妇女

为对象的妇女画报《西北妇女画报》。农村妇女可以用一个鸡蛋换一份画报 。 1952年,她被提升

为全国妇联宣传部代部长,这表明《新中国妇女 》的编辑们对她建设性的意见和她在西北妇联工

作的肯定。出生于陕西三原县大户人家的李屺阳 (原名刘德植,为同盟会员国民党军官刘润民之

女 ),少女时期也是《妇女生活》的忠实读者, 1937年是沈兹九将高中毕业生李屺阳介绍进共产党

的抗日阵营。①

在此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杂志的领导层比中共中央更早地发起了征求读者批评的做法。中

共中央在 1950年 4月 19日发布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指

出,我们的党已领导着全国的政权,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很容易危害人民的利益;领导者的地位,又

容易产生骄傲情绪,拒绝批评 、压制批评。为此,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

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②我们并不

清楚党的高层领导是否是从他们在妇联工作 、在四个月前就实行了这样的行动的夫人们那里获

得的灵感,但《新中国妇女》的编辑们认为强调她们在党中央的决定之前就已经实行检查工作是

很有必要的。 1950年 8月那期刊登了一篇编委会的 “《新中国妇女 》月刊一年总结”。文章强调

了为如此多样的读者群编辑一份杂志颇具挑战性;编辑知道她们必然有很多缺点。因此, “在今

年的四月之前我们已经安排了检讨工作”;现在,根据党的决议,她们决定延长时间进行更详细的

检讨 。这份总结正是这个过程的产物。③ 这一事例证明这些妇女干部并不仅仅是党中央的被动

追随者。她们对妇女解放事业的热诚促使她们不断探索如何改进自己的工作,而她们的能动性

和创造性则使她们成为党内的先锋。同时,中共中央 1950年的决议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成为

国家执政者初期的精神面貌。

接受李屺阳的建设性意见之后, 杂志最明显的改进表现为农村妇女开始出现在封面上。

1950年 5月前的杂志封面上从没有农村妇女,但之后的封面上,农村和少数民族妇女形象很快超

过了女工形象,成为毛泽东时期最突出的形象。这种在视觉再表现倾向上的变化,先于中央政府

重点转向农村集体化的变化, 显示了低层妇女干部对边缘妇女群体进入文化再表现的有效干

65

①

②

③

李屺阳调到北京是因为丈夫 (时任习仲勋的秘书 )工作调动。李屺阳在 1980年担任甘肃省副省长, 1988年退休。她出版

了两本信息量很大的回忆录:《黄河东流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西北流云 》, 2008年 (出版单位不详 ) 。她的老朋

友侯狄向我推荐了这两本书并从李屺阳的子女那儿获得两本赠送给我。 2010年夏我去西安访问李屺阳,她记不起当年向

《中国妇女 》的投稿,但她对创办《西北妇女画报》仍记忆犹新。

关于共产党的决议,见《中国共产党大事记 ( 1950)》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6/06/19 /001334591.shtml) 。

《新中国妇女 》1950年第 12期,第 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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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虽然农村文盲妇女以及少数民族妇女不大可能阅读杂志 (更不用说直接发表她们的观点 ),

但地方妇女干部确实力图代表她们的利益 。

图 1　 1955年第 11期封面

从 1950年 6月开始,一系列农村和少数民族妇女微笑着

走上《新中国妇女》的封面 。照片中她们捧着大捆的谷物 、棉花

或蔬菜水果 (见图 1) ,开着拖拉机或从事农业试验,参加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或在国宴上向毛泽东主席敬酒。这种崭新的视

觉再表现有力地促进了一个新的象征秩序的形成,它毫不含糊

地颠覆着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 、阶级和民族的等级秩序。① 这

些形象在杂志封面的持续呈现传递了一个有力的信息,即最底

层的劳动阶级的妇女,或者用当时流行的词汇来说,劳动人民,

现在是新中国的主人翁了。照片中农村妇女们自豪地穿着农

民的装束与国家干部与城市劳模站在一起, 流露出对自己农村

劳动人民身份的自信和自豪,而没有一丝担心被看成 “落后”或

“土气”的焦虑 (见图 2)。城市精英的 “他者化 ”修辞策略上升

为话语主流是 198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现象,是与阶级关系的

重组和现代化被重新定义同步出现的。从这个角度看, 农村以及少数民族劳动妇女的形象在国

家媒体上被突出呈现,正是一个历史证据,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奋斗的共产主义目标是

图 2　1955年第 8期封面

消除中国的社会性别 、阶级以及族裔的不平等。

为了增加杂志的吸引力, 编辑们还着手组建了 “三支队

伍”。第一支是通讯员队伍。编辑部扩大了在地方上的通讯员

网络,延伸到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到 1950年 8月,在全国各地

已经有超过 1 300名通讯员,还定期对地方通讯员进行培训。

第二支是读者队伍。在地方妇联的协助下,编辑们在每期杂志

发行后,在城乡召开读者小组座谈会听取意见 。第三支是专业

作家和艺术家队伍。杂志经常向知名作家和艺术家征集文学

艺术作品以提升艺术吸引力和权威性。漫画作为一种受欢迎

的批评错误思想和行为的手段于 1955年出现在该杂志上。文

学编辑段永强 ( 1932 - )自豪地回忆道,那时向著名作家约稿

很容易。② 从中央美院毕业的美编时玉梅 ( 1925- )则充分利

用她的社会关系网来获得名画家的作品,还往往不需付稿费。③

为了保证杂志与群众的联系,一个由 4位编辑组成的小组专门负责阅读读者来信 、分类 、回

信,还汇编读者来信简况,并每月总结这些来信以作为决定下一期刊物内容的依据。每一期杂志

百分之八十的篇幅被分配给读者来信 、地方通讯员的投稿 、专业作家写的小故事以及英雄人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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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llenJohnstonLaing提醒了我关于 1915年《妇女杂志 》第一卷 12个封面上关于妇女劳作的极有意思的视觉再表现。 12幅

绘画抓住了妇女在家庭内外一系列工作的场景,其中有一张是妇女在摘桑叶,另一张是两个妇女在采茶。这些劳动妇女的

再现显然与毛泽东时代对劳动妇女再现的含义有很大的区别。 1915年封面画中的妇女没有表现阶级和城乡的区别,鲜明

地颂扬妇女的勤俭美德。 20世纪两大主流妇女杂志封面图像之间的对比生动地表现了一个世纪里社会 、政治、经济以及

文化上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重塑了中国的社会性别。意味深长的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共同赞扬妇女劳动美德这一主

题,在这两个时期接续的历史阶段里,都被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对女性视觉再表现中清除。

段永强访谈, 2007年 7月 18日。

时玉梅访谈, 2009年 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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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剩下的百分之二十是编辑们的文章。根据党的 “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 ”的原则,编辑们还定

期到农村或城市的工厂里去做田野调查 。① 1954年底加入编辑部, 1956年成为副主编的侯狄记

得董边常常强调, “我们的编辑部好比是个加工厂。工厂的原料就在群众生活之中,是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的。只要我们眼明手快腿勤就可到手。再经过编辑部的精心设计和巧手制作,加工出

来的 产̀品 '才会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常青常新,产销对路,受读者欢迎。” ②在我对侯狄的多次访

谈中, 她从没忘记强调群众路线,并将杂志受到读者欢迎归功于编辑们坚持使杂志 “贴近生活,

贴近实际,贴近群众 ”。

一个偶然事件引出了杂志有效的创新形式。 1954年,当沈兹九在阅读读者给杂志的投稿

时,读到一篇关于一个女干部自杀的报告。女共产党员杨云因为战争与丈夫分别十年,等找到她

挚爱的丈夫时,才知道他已经再婚,于是自杀身亡。沈兹九决定组织一次关于 “杨云为什么自杀”

问题的讨论,以此来引导妇女建立革命的婚姻观和对革命理想的追求 。报道一个共产党员的自

杀在国家出版物上是无前例的 。读者对杨云和其丈夫的评论热烈和多样。在讨论进行的 5个月

间,杂志的销售量从 170 000册猛升到 340 000册。③

当邀请读者参与讨论的形式被证明是扩大杂志影响力的有效形式后,被选出来进行辩论的

问题就不再局限于塑造妇女的革命人生观。关于自杀事件的讨论结束几个月后,担任读者来信

小组负责人的侯狄将一封来自一位女教师刘乐群的信,放到了编委会面前。信中刘乐群谴责她

的高干丈夫与一名女青年的婚外恋。刘乐群的事件在当时颇具典型意义。那时不少男性党员干

部在入城后忙着换妻 (将年纪大的换成年轻的,农村的换成城市的,文盲的换成有文化的 ) 。当时

31岁的侯狄以及同代的同事们都 “对这种现象很反感”。她在访谈中解释说, “在根据地,女同志

少,男女比例有时是一百比一,男的能找到一个就要了。但是进城后,他们就想换了,我们说他们

是 骑̀驴换马 ' 。”显然,比侯狄年长的女共产党员也有同样的不满。在刘乐群的指控得到证实

后,沈兹九同意将其曝光并以 “我们夫妻关系为什么破裂”为题, 做成一个大胆的问题讨论,以此

“教育人们在婚姻和家庭问题上树立共产主义道德 ”。④但是,当这位丈夫罗抱一得知 《新中国妇

女》发起的行动后,登门请求编辑不要刊登刘乐群的来信,并保证不同刘乐群离婚。主持全国妇

联工作的副主席章蕴 ( 1905 -1998)为此专门与刘乐群会面,告诉她是否公开她的信由她决定,让

她判断她丈夫的保证究竟是真的想维系他们的婚姻,还是为了逃避曝光。刘乐群认为是后者。

于是,以刘乐群的原信为主题的轰动性的讨论在 1955年 11月那期开始 。

读者对讨论的反应十分热烈,读者来信成倍增长。长达 8个月的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讨论

使杂志 1956年发行量猛增到 50多万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百货大楼前, 一位新华书店的营业

员用车推了一批杂志,高喊:“本期《新中国妇女》登有北京市 22中女教师控诉其丈夫 ———外贸

部部长助理进城后喜新厌旧 、道德败坏的事情!”上千份 《新中国妇女》迅速销售一空。⑤ 当我问

批评这样一个在男性高级干部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她们是否有所顾虑时,侯狄答道, “我们当时根

本没有那些顾虑,不像现在人考虑这考虑那 。那时年轻 、脑子简单,什么不对就说什么,天不怕地

67

①

②

③

④

⑤

1950年 8月刊登的一年总结里, 《中国妇女》编辑部把她们在联系群众上的不足作为最大问题并设计了解决方案。关于读

者对改进杂志的建议,可见《中国妇女 》1950年第 11和第 16期。

侯狄:《难以忘却的那段历史 》,中国妇女杂志社编:《〈中国妇女〉60周年纪念 》。

杨蕴:《沈大姐教我办刊物 》,董边等编:《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 》,第 166-173页。杨蕴是 50年代政治教育编辑组的负责

人。在这篇回忆沈兹九的文章中,她提供了许多细节描述沈兹九如何决定展开这个讨论,并教她如何选择和组织读者来信

来整理总结读者的意见。

见董边:《可亲可敬的大姐 》,第 162页。

这些细节和幕后故事是由 1956年夏升为副主编的侯狄提供的 (见侯狄:《难以忘却的那段历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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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 。” ①但是,她们也谨慎地采取了批评策略。党内也有高层男性领导婚姻稳定,也对换妻现象

反感,因为这影响党的形象。杂志社编辑就努力争取这些领导的有力支持。在问题讨论中我们

可以看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的文章,还有罗抱一的单位领导 、外贸部党委书记解学恭的文

章。这些文章批评了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并号召党员们维护 “共产主义道德”。为了向谢觉哉

约稿,一位编辑花了好几个小时在最高法院大门口等他出来。

这次对男性干部婚外恋的曝光,说明这份妇女杂志并不仅仅是单一的教育妇女树立社会主

义人生观的工具,它也显示了编辑们是如何利用主导性的政治话语 (在这个案例中是 “共产主义

道德教育”)为对男干部的性行为展开的批判合法化的。在此,杂志的教育对象明显地转移了。

编辑们通过大讨论也强有力地对 “共产主义道德”注入自己的定义。这种限制男干部性行为的

谋略,也透露出因 1950年的新婚姻法而在党内产生的社会性别矛盾。当时许多女干部担心新婚

姻法的无条件离婚条款会威胁到她们的婚姻;在社会性别不平等以及双重性道德的社会中,离婚

自由可能让拥有权力和金钱的男性获益而使离婚妇女处于困境 。 50年代初男干部的 “换妻”风

潮证明了她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② 虽然参与这个批判决策的编辑们都有稳定的婚姻,她们对

讨论的积极策划则表露出她们对于党内存在的不平等的性权力的反感。她们求助于 “共产主义

道德 ”话语力量的做法,在今天看来显得保守,而在当时是策略的, 表达的是她们在不平等的性

权力关系体系中寻求制衡机制的愿望。

“向社会宣传妇女”

与杂志内容不断变化的主题和多样的声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新中国妇女 》从 50年代到

60年代连续稳定的封面主题:对妇女在各行各业中工作的颂扬。将工作中的妇女放在视觉再表

现的中心有着多重意义。它通过突出新中国妇女多元的公共角色表现了妇女对社会主义国家建

图 3　1952年第 8期封面

设的认同。它赞美了劳动妇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从而美

化和拔高了她们无论多么普通的工作,并由此把她们提升到社

会主义政体中领导阶级的地位。

如果仔细审视杂志封面,我们会注意到, 50年代被选入封

面的城市妇女大多数都从事传统男性领域的工作。我们看到

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正开着列车驶离车站;新中国培育出

来的第一组女飞行员挺拔地站立在点缀着降落伞的蓝天下 (见

图 3);从家庭妇女转变为砖瓦工的妇女正在建设中的大楼前

砌墙;一位未来的女船长在船上接受训练;一位女电工爬在高

高的船桅上;一位列车乘务组的女组长踏上正要开出的列车

(见图 4);一位配电站的女值班长正在检查设备;一位女电焊

工握着焊枪自豪地微笑着等等。这些形象可以有多种阐释。

首先,如 TinaMaiChen所解释的,这些似乎是解放了的妇女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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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侯狄的电话采访, 2010年 3月 16日。

对这个问题的早期研究, 见 DeliaDavin, Woman-Work:WomenandthePartyinRevolutionaryChina,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76, pp.102 -105。对党内妇女在拟定婚姻法时关于离婚的争论的详细描述,见金风:《邓颖超传 》卷 2(北京:人民

出版社, 1993年,第 457-461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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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被用来象征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社会变化。① 其次,它们可以被理解为激励女读者跨出熟悉的

图 4　1955年第 4期封面

家庭领域参与到工业化中的一种手段。但当我们更仔细地考

察这些形象产生的政治和经济背景时,一个非常不同的阐释出

现了:它们是妇女干部挑战党内外性别歧视现象的一种运作。

50年代初经济刚刚从战争灾难和资本流失中复苏,失业

率还很高。城市的失业妇女,尤其是急需挣取工资养家糊口的

底层妇女,强烈渴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有报酬的工作。②

但是,忙于动员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的妇女干部们很快发现通往

妇女解放的道路被有些共产党干部堵住了。这个问题是如此

严重, 以至于邓颖超不得不向党中央提出强烈呼吁。 1951年 7

月,在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邓颖超在发言中毫不

含糊地指出党员和干部头脑中 “封建思想”的严重性:

其中最主要的基本观点是认为 “妇女一切不行”的思

想,从各种角度用各种形式限制妇女, 表现在社会方面,就

是歧视妇女或以种种理由拒绝或限制妇女参加工作和学习的机会,甚至曲解政府政策

法令,不给妇女以平等的权利等现象。③

为了解决这一严峻问题,她提出应该 “运用马列主义理论 、毛泽东思想去进行反封建思想的斗争,

反对以各种各样的形态出现的限制和束缚妇女的封建思想,坚决打破那种认为 妇̀女一切不行 '

的思想,代之以 妇̀女一切可做 '的思想。”她强调,教育工作首先必须在共产党干部中实行:

只有把干部中的封建思想残余肃清,然后在人民中才能起更好的领导作用,才能有

效地实现党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政策,发挥妇女群众的无限积极性,参加人民祖国的各种

建设工作。④

这种严厉的批评口吻体现了 1951年共产党内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及邓颖超本人享有的威望。作

为一位资深老党员和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在党内很受尊敬 。但邓颖超对共产党员和干部

的批评也证明了党内的分歧。虽然理论上妇女解放从建党之初就被纳入党的纲领,但在制度层

面却不存在一个一致性的 “国家 ”或党迫切地将每一个妇女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相反,构

成中国共产党 “国家 ”的大部分男性干部在阻止着妇女进入公共领域 。显然,以男女有别的劳动

分工和内外空间分隔为基础的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制度,并没有因为共产党获得国家权力而突

然消失。相反,如邓颖超所指出的,这种社会性别制度扎根于许多党员干部的头脑中 。 1956年的

《中国妇女》上一幅题为 “三个女不顶一男 ”的漫画最为生动地表现了妇女是如何经常遭遇男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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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TinaMaiChen, “FemaleIcons, FeministIconography? SocialistRhetoricandWomen' sAgencyin1950sChina, ” Genderand

History, 15 ( 2), 2003, pp.268-295.

关于 50年代初期城市家庭妇女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角色的讨论,见拙作:“GenderandMaoistUrbanReorganization, ” in

BrynaGoodman, WendyLarson ( eds.) , GenderinMotion:DivisionsofLaborandCulturalChangeinLateImperialand

ModernChina, NewYork:Rawman＆Littlefield, 2005, pp.189 -209.

邓颖超:《关于妇女宣传教育问题 》,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编:《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8年,第 115页。

邓颖超:《关于妇女宣传教育问题》, 《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第 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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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辞退。一个傲慢的男领导对第一个妇女说:“家务事多,辞职回家吧!”对第二个请病假的妇

女说:“休息不行,退职吧!”对第三个怀孕的妇女说:“怀孕期间耽误生产,退职吧 !”当终于实现

了一个全是男性的工作环境后,男领导心满意足地说:“这样才能保证工作。” ①

正是在这次重要的发言中,邓颖超明确提出了一个以后成为全国妇联宣传指导方针的原则:

“向妇女宣传社会,向社会宣传妇女 。”在这种特殊语境下重点是在后者。党员干部成为国家女权

主义者要教育和改造的 “社会”的主要部分。从 50年代初期《新中国妇女》披露的大量针对妇女

的歧视来看,这显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1957年 3月 6日,邓颖超再次到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

作会议上呼吁党员干部们 “要树立全党做妇女工作的思想,宣传工作中也要树立 妇̀女一切能

做 '的思想。” ②这表明,在 1958年 “大跃进”开始之前,为妇女尤其是底层妇女打开男性主宰的就

业大门是一场艰难的斗争。妇女就业困难的现实导致了这样一个现象,即对于妇联系统内外的

许多妇女来说, “大跃进”是中国妇女解放的一个分水岭。③

邓颖超用上升的社会主义与没落的封建主义的概念来描绘激烈的社会性别斗争。这提醒我

们,若要探寻国家女权主义者们的话语运作,需要学习如何去破译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话语密

码。 “封建主义”是共产党承诺要推翻的 “三座大山”之一。 1949年后,共产党可以宣布已经推翻

了 “帝国主义”和 “官僚资本主义”;邓颖超强调要推翻剩下的这 “一座大山 ”,当然就有了绝对的

合法性和紧迫性 。但是邓颖超使用 “封建主义”这一词的语境, 则使这个词与我们今天所说的

“性别歧视”、“男权制”、“男性中心主义”、“仇女主义”等等具有相似的意义。在阅读社会主义国

家女权主义文本时,理解这样一种 “封建主义”的意义, 我们才能透过霸权话语的表象,去理解对

这类语言的调遣可以在具体语境中产生什么样的政治意义。女共产党员们并没有偏离党的路

线,而是援引了党的议程中极为重要的 “反封建主义”目标来使她们的社会性别特殊诉求获得合

图 5　1956年第 5期封面

法性。正是在这种词汇的一致与含义的偏离中,国家女权主义

者们最有效地使她们自己的议程或嵌入 、或转变 、或扩展了党

的路线的定义。具有社会性别含义的 “封建主义”、“封建思

想”或 “封建 ”这一套词汇,建国后不久就在国人日常生活中被

频繁使用,甚至很快被农村文盲妇女接纳,这证明了妇女干部

的策略在社会主义国家 “宣传”中的极大的成功。

邓颖超的讲话以及妇女杂志刊登的许多文章和漫画说明,

对妇女打破职业领域中性别樊篱的视觉形象的凸显,是女共产

党员们 “坚决打破那种`妇女一切不行 '的思想”的再表现策

略。当编辑们将妇女再现为多才多艺十分能干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时,她们是在进行目标明确的社会性别斗争, 而不是刻意

去代表 “国家”。杂志封面就是为从事社会性别斗争专门留出

来的文化平台 (参见图 5、图 6及本文其他插图 )。这样的理解

有助于解释封面始终如一地赞美妇女在社会主义生产中的成就,而杂志内容中则充满回应妇女

日常生活需求的各种话题这两者间的醒目差异。在封面上,育儿 、照顾老人或做饭的形象几乎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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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妇女 》1956年第 8期,第 8-9页。

全国妇联办公厅编:《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四十年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年,第 94页。

近期一些学术研究对此现象有所论述,如 KimberleyEnsManning, “MakingaGreatLeapForward? ThePoliticsofWomen' s

LiberationinMaoistChina, ” GenderandHistory, 18( 3) , 2006, pp.574-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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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即使偶尔出现,也大多是在 “大跃进”时期的托儿所或食堂这样的集体机构的背景中,表达的

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对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呼吁。家庭环境以及家庭为背景的家务在毛泽东时代

的这份妇女杂志封面上明显缺席。

当我问到侯狄为什么那些年在封面上从没出现妇女的家庭生活,她立刻回答道:“我们当时

没有想到这些。你知道,全国解放初期中国妇女的地位很低。”她回忆起有一封读者来信对杂志

宣传的妇女解放提出质疑,说 “女人是在床底下放风筝” (飞不高 ) 。侯狄强调说, “这句话刺激神

经很厉害,所以一直记住了。” ①正因为对妇女的视觉再现关涉妇女解放要义,所以编辑们将封面

的珍贵空间当作一个橱窗来抓住读者,来传达她们最希望大家听到的讯息,那就是, “妇女一切能

图 6　1960年第 9期封面

做,并且能在公共领域里干得很好!”这同样也是她们选用照片

作封面的原因,而当时其他刊物则极少用真实人物照片。用侯

狄的话来说就是:“真人真事,宣传作用大。”

侯狄说编辑部从没有想到在封面上把妇女置于家庭背景

中来表现,这个 “没有想到”值得进一步探究。在一个层面上,

它说明了这一代妇女干部对于妇女解放的基本理解。根据恩

格斯的理论,妇女的解放只有通过妇女在公有制经济中参与社

会生产才能实现。在过去 30多年里,国内外的女权主义者都

批评过这一简单化的恩格斯理论对毛泽东时代中国妇女解放

实践的适用性。然而,本研究揭示了, 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这一

特定文化语境中,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们面对的任务并非

仅仅是通过社会化生产使妇女能够摆脱私有制小家庭的控制,

因经济独立而实现自主权, 而是一场摧毁以内 /外空间隔离为

基础的社会性别制度的革命 。社会主义公有制并没有自动地

拆除社会性别隔离。男性干部阻碍妇女进入公共领域并非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而是为了维持

社会性别秩序。换言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妇女 “参与社会生产”的事业在中国这个特定地区引

发了强大的震动和抵制。除了包罗万象的 “封建主义 ”这个词,国家女权主义者缺乏分析工具来

应对不断增强的挑战和阻碍。她们只有靠着自创的日常实践来往前推,这些实践包括抓住所有

可用的再表现空间来宣传妇女在公共领域的成就。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的成果,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挖掘对劳动妇女持续

的视觉再现的激进内涵。季家珍 (JoanJudge)指出清朝的 “妇德制度 ”( regimeoffemininevirtue)

在 20世纪之交被颠覆,当时精英阶级的女子大胆冲破家庭桎梏到女校就读 、出国或卷入革命活

动。她们在公共场所的亮相改变了社会性别规范,而在这种规范里,妇女最高美德———贞操———

与妇女足不出户紧密相连 。② LouiseEdward论证了 20世纪上半叶的精英妇女是如何利用她们

在教育上的特权,来将她们对政治参与平等权利的要求合法化,因为历来统治的权力与男性文人

的教育特权相关联。③ 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关于民国时期的研究,都说明了精英阶级妇女在大都

市成功挑战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隔离,在公共领域赢得了尊重 。但是对底层妇女来说,不

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妇德制度直到新中国成立时仍在延续。贺萧 (GailHershatter)和罗丽莎 ( 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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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2009年 12月 10日对侯狄的电话采访。这封读者来信刊登在《中国妇女 》1963年第 7期。

JoanJudge, PreciousRaftofHistory:ThePast, theWest, andtheWomanQuestioninChina, 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2008.

LouiseEdwards, Gender, Politics, andDemocracy:Women' sSuffrageinChina, 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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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fel) 对 1949年以后的社会性别研究指出,在家庭外从事体力劳动,无论是在地里还是在工厂,

都会损害妇女的贞操和名誉。① 如果我们记住这个语境, 妇女杂志编辑们专注地对公共领域中

的劳动妇女进行视觉再表现的意义就变得更加清晰。它表明了她们对于是什么困住了大多数中

国妇女非常敏感 。是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性别与阶级制度,将在户外从事体力劳动的妇女置于社

会等级的最底层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 让那一代的女权主义者使用妇女在家内的形象来表现

妇女解放是不可想象的事。

意味深长的差异

杂志内容与封面之间的差异还有另一层意义。封面并非总是与政治形势保持一致,而杂志

内容则基本跟随党的指令,最少每期都会有一篇社论关于中央政府的中心工作或法令。封面上

最显著的不协调音发生在 1957年。 1957年 5月中旬,反右斗争开始席卷全国各地城市 。 5月 22

图 7　1957年第 6期封面

日,全国妇联召开会议向各个部门的干部和职工宣布这次运动

的重要性。② 6月的杂志封面却没有反映这个运动主题, 而是

用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儿注视着一只毛茸茸的小鸡的照片 (见图

7)。内容目录中的照片标题是:“真好玩!”全国妇联作为国际

民主妇女联合会的成员,根据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决定在中

国也将 6月 1日定为国际儿童节。因此, 《中国妇女》6月那期

的封面是保留给儿童的,其含义也包括间接地赞美妇女的母亲

角色。如果说 6月的封面是不容更改的,那么反右斗争更加高

涨之后的几期又是如何呢? 1957年 7月那期的封面是一位笑

容可掬的女理发师在为一个女孩理发。理发师的关爱与温馨

通过镜子的反射在照片中加倍体现出来。这样的封面使读者

对杂志里面的刀光剑影和严厉谴责毫无心理准备。在整个反

右斗争风暴中,杂志始终坚守其视觉再表现原则:颂扬女劳动

模范或过着新生活的普通妇女 。只有 11月那期的封面偏离了这一主题。那是一幅纪念俄国革

命四十周年的绘画,画面上一个俄国女孩和一个中国女孩一起向列宁敬礼。封面对于国际政治

事件的关注使得它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冷漠更加令人困惑。

当我向美术编辑时玉梅询问编辑部是怎么决定在 1957年 6月用那张可爱女孩的照片时,她

为我解开了这个谜团。她很自豪地告诉我那张照片是她拍的,小女孩是她的街坊 。我接着追问:

王:那是 1957年 6月。封面是 “真好玩”!杂志里面都是反右斗争。封面跟内容不

需要一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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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GailHershatter, “LocalMeaningsofGenderandWorkinRuralShaanxiinthe1950s, ” inBarbaraEntwisleandGailE.Henderson

( eds.), Re-DrawingBoundaries:Work, Households, andGenderinChina, 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2000, pp.

79– 96;“TheGenderofMemory:RuralChineseWomenandthe1950s, ” PaperPresentedintheColloquiumSeriesofthePro-

graminAgrarianStudies, YaleUniversity, 17November2006;“VirtueatWork:RuralShaanxiWomenRememberthe1950s, ” in

BrynaGoodmanandWendyLarson( eds.) , GenderinMotion:DivisionofLaborandCulturalChangeinLateImperialand

ModernChina, Lanham:Rowland＆Littlefield, 2005, pp.309– 28;LisaRofel, OtherModernities:GenderedYearningsin

ChinaafterSocialism, 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1999.

全国妇联办公厅编:《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四十年 》,第 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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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一定一致。

王:那当时是怎么讨论的?主编和您是怎么商量的?

时:像这个封面就是我自己主动要这么拍,我自己就去找了。找了以后,拍了以后,

她们非常喜欢,就用了。封二封三是她们决定要什么内容,我就根据内容去找照片。每

期封面我要准备好几张,让领导选。

王:那这期封面大家都挺喜欢?

时:对,大家都挺喜欢 。给领导一看,领导一下就冲过来, “就这张,这张!”

王:当时领导有没有说要配合反右斗争?

时:没有 。没说。

王:您也没有说咱们是不是要配合这政治斗争 ?

时:没有 。那时老实讲,不喜欢那斗争。 (笑声 )

王:所以您也从来没想过要积极配合?

时:没想到要积极配合。

王:我注意到封面跟内容不一致 。里面有时候刀光剑影的,封面却非常祥和。

时:因为我那时侯就想什么呢? 像我这摊儿工作吧,就等于妇女社的一个门面,它

要漂亮,要吸引人,你搞得政治太强的话,人家不喜欢看你这个,人家不买你这个杂志,

不是没用么?你也宣传不出去了么?所以我的一个思想就是这样,一定要美,因为搞美

术的啦,想到美。配合政治内容什么的我就放松一点,不那么很紧。一点不紧也不行 。

但有时候就想尽量还是给人一种祥和啊美啊这样的感觉,人家喜欢看 。 (不然 )人家拿

着杂志一看,好,你这阶级斗争,整天打架,我就觉得这没什么意思。

图 8　1952年第 2期封面

　　如此看来,妇女杂志的封面略去了经常性的政治运动,在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编和主编的审美情趣和政治立场。从《中

国妇女》封面和社论之间明显的不一致, 可以发现国家女权主

义者与男性主宰的权力中心在理念和实践上意味深长的差别 。

我们还可以在《(新 )中国妇女》与 《中国青年 》的封面之间

发现一种有意义的差异。 《中国青年》也是毛泽东时期名列前

4名的全国性刊物 。 1952年的 《新中国妇女 》有 4期使用了一

幅工农兵三人素描———一个以常见的形式表达的常见的主题。

但是,与这个时期常见的工农兵形象不同的是, 《新中国妇女》

封面上的工农兵全是妇女。三位女工农兵手挽手昂首阔步满

怀豪情地占据了画面的中心 (见图 8),象征着劳动妇女成为新

国家的主人的新历史时期。男性在常见的工农兵造型中缺席,

显示了女权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里男性中心的视觉再表现的

明确拒绝。而在《中国青年》上的工农兵造型 (大多是绘画和雕塑 )通常以男性为中心,如果有女

性,她总是代表农民,站在男性工人的旁边或身后。①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中的微妙

等级序列通过妇女在社会性别等级中的从属地位获得再现 。这个造型是如此流行普遍,无处不

在,以至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把居中的男性工人换成女性,这幅造型会是什么样。在这一语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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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rrietEvans在 “`ComradeSisters' :GenderedBodiesandSpaces”一文中对毛泽东时期宣传画的研究里也提出同样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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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新中国妇女》封面上女工农兵造型再现了女权主义者对毛泽东时代主宰性的象征符号

的一次重要挑战 。这个主宰性的象征符号所指的是同步发生的 、在意识层面上对阶级等级秩序

的颠覆,和在无意识层面上对社会性别等级秩序的延续 。

通过研究两份刊物封面上女民兵的照片,我们可以进一步找到女权主义觉悟的证据 。 1961

图 9　《中国青年》与《中国妇女》封面对比

年毛泽东发表了《为女民兵题照》这首

诗后,媒体中开始流行对女民兵的视觉

再现 。 《中国青年 》上的女民兵照片总

是表现为在男性指导下的女民兵,凸显

的是妇女的从属性 。① 但是 《中国妇

女》则始终如一地将女民兵置于中心,

充满了自主性 (见图 9)。当我把《中国

青年 》的女民兵封面给时玉梅看时, 她

立刻回应道:“男的是主要的。这个很

普遍,可是像这样的我们多半不用, 因

为这个主题是男的, 我们得要突出女

的。这个我们很清楚, 跟主编是一致

的。我要选出这种样子的,她肯定不会用。我也不会要,我们是《中国妇女》,就是要突出妇女 。”

“文革”前, 《中国妇女》的编辑们将杂志封面视为她们生产的以劳动妇女为中心的视觉文化

的阵地,创造出与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中将女性作为消费主体和消费对象的封面女郎截然对立的

文化蕴意。直到 “文革”开始,她们才中断了颂扬劳动妇女各方面成就的再表现手法 (见表 1)。

我问时玉梅为什么毛泽东的形象代替了女劳模,她回答道:“那保险啊 。那时连中央领导一个个

都挨批了,我们没法保证劳模不出问题。封面放上毛主席最保险 。再说, ”她坦率地补充道, “我

那时也很崇拜毛主席。我在旧社会生活过, 新中国的变化这么大,我从心底里感激他,尽管我个

人在政治方面有不顺的时候。” ②让毛主席像垄断了妇女杂志的封面,是杂志社服从当时政治规

范的一个突出例子,它实际上宣告了全国妇联妇女干部开创的女权主义文化阵地的陷落。③

表 1　《中国妇女》封面人物身份统计

时期 工人 农民 演艺人员 知识分子 /干部 少数民族 封面总数

1949-1955 11 11 1 4 4 74

1956-1966 21 30 7 7 19 164

1978-1988 5 5 9 6 17 126

1989-1998 2 2 25 6 16 120

1999-2008 0 0 164 26 1 228

　　注:本表仅统计封面真实人物照片中的人物身份,其他内容未予统计。统计与制表:SarahMcNeerBrooks(平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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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青年 》封面上的性别偏见的再表现例子并不意味着它从来不用妇女为中心的形象。正是该杂志不一致的表现才最

为清晰地流露出编辑们无意识的性别偏见。

时玉梅因为父亲是国民党军官而始终没能加入共产党。她的政治背景有时也影响她的工作,如她没资格对高级干部做访

谈或拍照。

但这不等于女权主义在中国的销声匿迹。 “文革 ”时期 “样板戏 ”成了女权文化重要载体,以劳动妇女和女英雄为主体为中

心的视觉再现涌入了主流媒体和大众生活。 《中国妇女》在 “文革 ”中停刊并没有中止男女平等社会性别话语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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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国家女权主义者与社会性别民主

正如沈兹九和董边的人生经历所体现的, 20世纪上半叶令人炫目的国际国内大事件将两代

个性很强的 “才女”送进了中国共产党的阵营。随着共产党的胜利,这些女革命者们成为国家缔

造者中的一部分,参与了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塑造。 《中国妇女》,这个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文化阵

地的建立,只是她们广泛参与改造中国人民 、中国社会 、中国文化这一宏大规划的一个方面。但

这一微观个案,却是女革命者复杂的多方努力的缩影。

并非所有的革命者们都有一致的革命改造目的。女共产党员们在父权文化中的个人经历决

定了她们对改造社会性别等级秩序的真诚追求。社会主义国家的平等原则与国家女权主义者的

追求一致,然而,将男女平等纳入社会主义国家构想和构成则是她们的责任。在她们的革命过程

中,产生了一个棘手的情况:对于妇女解放的追求使她们在新中国建国之初就与党内男权势力发

生冲突。反对 “封建主义”,坚持 “共产主义道德观”,都体现了妇女干部毫不迟疑地要把男性党

员干部纳入她们的女权主义文化改造目标 。她们有效地调动起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作为社会性

别斗争的话语资源。通过这样的策略,她们也重新定义并改变了党的意识形态和议程。

妇女干部们既卷入党的政治斗争,又坚持对女权主义社会文化改造的追求,这使她们在作为

共产党干部的日常实践中经常陷入杂乱无章难以摆脱的矛盾中。而利用主宰性的党的话语来掩

饰其具体的社会性别斗争的话语策略, 则进一步遮蔽了她们独特的女权主义创议与目的。要勾

画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者们的运作, 就需要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理论框架和民族志的

方法 。幕后故事有助于加强研究者解读关键词的能力, 以及从多种资料中爬梳出具体的社会性

别冲突的能力。我要强调的是,若想获得对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运作和动态较复杂的理解,就必须

密切关注国家女权主义者的愿景 、策略以及这一切对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意义。由于她们自己

的策略,由于她们的克己奉公,由于知识生产中的性别偏见, 她们的历史活动被长期尘封起来。

我相信,揭开历史对她们的遮蔽,将展示出一幅不同于国内外学界建构的毛泽东时期的画卷。

对女共产党员们在《中国妇女》的文化实践的讨论, 我突出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作用。最后我

想进一步探究她们对群众路线的坚守意味着什么。群众路线生发在革命战争时期,是共产党联

系群众,表达群众利益和发动群众的有效手段,在成为执政者后, 群众路线仍被共产党所强调。

妇女杂志编辑们对群众路线的忠实贯彻,使杂志日益获得读者欢迎。她们创造性地探索联系各

种妇女群体的方法,标志着毛泽东时期的一大特色:在以草根为基础的社会运动中形成的实践与

党的官僚体制的发展巩固并存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女权主义者对群众路线的实践,使得社会

主义公民,尤其是往日边缘和弱势的妇女,得以在党巩固其中央集权的时候,民主地参与到一个

以妇女为中心的 、靠近权力中心的话语空间的形成中。这种两个矛盾方面并行的发展是毛泽东

时期公民经历过的社会现实,被 《中国妇女》鲜活地捕捉到, 使之成为一个难得的窗口,让我们能

走近那个在全世界最多的人口中进行的激进的社会试验,了解其重重复杂矛盾 、冲突和斗争。

〔作者附记: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员对我的帮助,感谢《中国妇女》现任总编尚少华为我

提供的《中国妇女》60年电子版刊物, 感谢我的助理唐朝晖和李旭为我拍摄杂志封面图片 、平鹿

为我做封面统计和图表。本文英文版将发表于《中国季刊 》 ( ChinaQuarterly) 204卷 (剑桥大学

出版社, 2010年 12月出版 )。中文稿略有增删并增配了插图,由杨笛翻译,王政审校 〕

(责任编辑　赵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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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tialFactorsonSizeofUSTreasuryBondsHeldbyChina:AnEmpiricalStudy

WUQiang, WANGJia

　　UStreasurybondsheldbyChinaposeakeyissueinthepoliticalandeconomicrelationship

betweenthetwocountries.TheoreticalanalysesindicatesucheconomicfactorsasgrowthofChina's

GDP, expansionofChina-UStradeimbalance, theappreciationofRMBagainstUSdollarandposi-

tiveyieldrateofUStreasurybondsallcastafavorableinfluenceonthesizeofUStreasurybonds

heldbyChina.Asissupportedbythequarterlydatafrom2001to2009, thereisapositiveinfluen-

tialmechanismofthefirstthreeeconomicfactorsonUStreasurybondsheldbyChina;andonce

RMBrevaluesandthebilateralpoliticalrelationshipbetweenChinaandtheUSdeteriorates, the

sizeofUStreasurybondsheldbyChinawillshrink.China'sdecisiontobuyUStreasurybondsisof

adualquality:economicandpolitical.

CreatingaSocialistFeministCulturalFront:WomenofChina(1949-1966)

WANGZheng

　　ThisstudyofculturalhistoryoftheearlyPRCtakestheonlynationallycirculatedwomen's

magazineintheMaoeraWomenofChinaasanimportantdomainofstatefeministdiscursiveprac-

tices.WithclosereadingofthetextsinthemagazineandhistoricalsourcematerialsontheAll-Chi-

na-Women'sFederation, andinterviewswitheditorsofthemagazine, theauthorinvestigatesahis-

toricalprocessofsocialistculturalproduction.Thestudyrevealsgenderconflictsandcontentionsin

thePartyintheearlyPRC, Communistwomen'sstrategiestomaneuverinthePartyandtheirvi-

sionsofwomen'sliberation, themethodsandmeaningsoftheirfaithfulimplementationoftheParty's

massline, andthesignificanceofculturaltransformationintheircreativevisualrepresentationof

socialistworkingwomen.Theauthorarguesthatthefactthatpreviouslymarginalizedwomenwere

enabledtoparticipateintheformationofawomen-centereddiscursivespaceinthemainstream

mediaembodiedagenderdemocracycreatedbywomencadres.Itwasanimportantcomponentin

thesocialistrevolution.

ReligiousHumanismandMaterialismofConfucianism

LINWei-jie

　　TangJunyi( 1909-1978), MouZongsan( 1909-1995) andXuFuguan( 1904-1982), three

representativefiguresofcontemporaryNeo-Confucianism, sharedifferentviewsontherelationship

betweenConfucianismandreligion.Xuinsiststhateversincethepre-Qinperiod, Confucianism's

emphasisisalwaysonimmanenthumanismandrefutesreligiousdeityortranscendence.Tangand

Mou, onthecontrary, reiteratetheimportanceof“religioushumanism” inethicallife;butatthe

sametimetheyalsotrytodifferConfucianismfromreligion——— particularlythe“personalgod”

conceptofreligion——— fromthestandpointof“immanenttranscendence”.Overallspeaking, Xu's

attemptistoeliminatereligionbyfocusingonone's“immanence”, whileTangandMouupholdre-

ligionbysuggestingtheconceptof“immanenttranscendence”.Apartfromtakingahumanisticap-

proachtostudyConfucianismandreligion, thereisinfactanotherapproach, namely“religiousma-

terialism” ( qihua).“Religiousmaterialism” isnotonlyprominentintraditional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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